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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年，全球对华大豆贸易总量达到9941万吨，而非洲并无任何份额。非洲具有广袤的耕地资源，发展
大豆产业的潜力巨大，这有助于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创造就业岗位，并有望使其成为对华主要出口地区之
一。大豆的生长状况和产量与结瘤固氮作用以及光温效应紧密关联。非洲土壤中缺乏大豆结瘤固氮所
需的土壤细菌，成为大豆种植的主要限制因素。不过，研究人员通过杂交培育出可与非洲本地根瘤菌共
生固氮的广谱结瘤大豆品种。同时，通过实验室研究与田间试验，已挖掘并验证了多个受光周期调控的
基因，成功解决了限制非洲大豆生产的光温制约难题。尽管如此，非洲实现规模化大豆生产仍需中非科
学家同心协力，推动科学、技术及创新（STI）的深度融合，实现生物研究材料的便捷转移和交换。本文旨
在探寻推动非洲大豆增产及加强中非贸易往来的机遇，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推动经济增长、提高非洲
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降低失业率以及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更有效地缓解贫困状况。此外，本文还探
讨了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以及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非洲科学院共同推进的中
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CAASTIA）框架下，非洲大豆生产可从中非科技与创新合作中获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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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豆[Glycine max（L.）Merr.]作为一种豆科作物，具有

多种营养特性，如富含蛋白质（40%）、碳水化合物

（25%）、油脂（20%）、膳食纤维（10%）、矿物质（4%）以

及生理活性物质（1%）[1]，对人类营养与健康至关重要。

大豆榨油后所剩的豆粕富含蛋白质，亦是畜牧业的优质饲料

来源。由于其多种用途，大豆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10%

以上。巴西、美国和阿根廷是大豆的主要生产国，中国是主

要消费国，2023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9941万吨[2‒3]。

非洲是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最为严峻的区域。然而，超

过 65%的非洲土地属于未开垦耕地（4.45亿公顷[4‒5]）。

通过扩大大豆生产规模，非洲不仅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的目标，还可将剩余大豆出口至中国等主要消费市场。但

在全球范畴内，新引进的作物往往会遭遇诸多挑战，包括

生物与非生物因素的影响以及对作物相关知识的欠缺等问

题。在非洲，多数小规模农户普遍缺乏正规教育和（或）

现代技术培训，这会影响农业现代化所依赖的新技术的推

广和应用。

此外，引入的豆科作物（如大豆）在新环境中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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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生物逆境。例如，土壤中是否存在充足、高效且具竞争

力的本土固氮根瘤菌，会对引入豆科作物的结瘤固氮效应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氮素营养供应。尽管可借助生物接

种剂解决土壤中缺乏亲和根瘤菌的问题[6]，但微生物学

知识的欠缺仍制约着非洲大豆生产的发展。本研究旨在探

寻提升非洲大豆产量的契机，以保障粮食安全、缓解贫困

状况，同时推动中非大豆贸易、创造就业机会、提高非洲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拓宽中国大豆进口渠道。

2. 非洲大豆种植史

根据Giller和Dashiell [7]的研究，大豆于19世纪通过

东非走廊由中国商人引入非洲。1903年，南非首次记录了

大豆的种植[8]，随后尼日利亚（1908年）、马拉维和坦桑

尼亚（1909年）、加纳和苏丹（1910年）也相继开始种植

大豆[9]。到1912年，大豆已遍布非洲大陆。人们发现大豆

的营养价值可缓解儿童、孕妇及哺乳期母亲的蛋白质营养

不良等问题[10]，大豆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在非洲地区，大

豆被广泛应用于人类食品供应以及动物饲料生产领域，其

工业用途还涵盖了生物燃料制造。与此同时，大豆借助生

物固氮作用以及污染物去除功能，对维持土壤健康发挥了

积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可持续作物生产[11‒15]。上述因

素共同推动了大豆作为农作物在非洲的推广与应用。

鉴于产量相对较低且生产国数量有限，非洲大豆生产

规模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当前，

南非为非洲最大的大豆生产国，2023—2024 年产量达

178万吨；其次为尼日利亚（115万吨）、赞比亚（48万吨）

和乌干达（20万吨）；马拉维、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产量

均低于 20万吨。2015—2017年间，非洲大豆产量仅占全

球总产量的0.78% [16]，这一数据显示出非洲大豆生产具

备较大的发展潜力。

非洲在全球大豆种植量方面的贡献较低，这一现象与

单产水平较低有关。例如，2022—2023年，美国大豆的

平均单产达到 3.33 t∙hm−2，而非洲的大豆单产却不足

1.50 t∙hm−2 [17]。非洲大豆单产水平较低主要是由生物与

非生物因素影响、管理水平欠佳、结瘤固氮不足、采用低

产品种以及因气候变化引发的降水不稳定等因素所致。因

此，若要在非洲推动商业化大豆生产，首要任务是解决这

些制约性因素。非洲大陆的研究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特

别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的

助力下——正积极致力于加快非洲农业现代化进程，推动

农业合作与技术转移，强化中非之间的科技合作与知识

共享[18]。

3. 非洲商业化大豆生产的结瘤限制

鉴于非洲具备广袤的农业用地，发展大豆生产以及对

中国出口有望成为非洲参与全球大豆贸易的关键领域。然

而，一些生物限制因素对非洲大豆生产造成阻碍，其中包

括大豆根系结瘤效果欠佳以及根瘤菌固氮作用受到限制。

土壤中此类细菌的匮乏、相容菌株的竞争力以及固氮效率

均会对非洲大豆生产造成不利影响。

与所有结瘤豆科植物一样，大豆的氮素需求主要通过

与特定固氮细菌形成共生关系来满足，这些细菌包括埃尔

坎尼慢生根瘤菌（Bradyrhizobium elkanii）、日本慢生根瘤

菌（Bradyrhizobium japonicum） [19]、费氏中华根瘤菌

（Sinorhizobium fredii）、天山中生根瘤菌（Mesorhizobium 

tianshanense）[20]和辽宁慢生根瘤菌（Bradyrhizobium lia‐

oningense）[21]。该共生关系存在于 88%的豆科植物中，

大约于 5800万年前形成[22‒23]。结瘤过程涉及宿主植物

与细菌共生体之间的信号互动：豆科植物释放类黄酮分

子，作为化学引诱剂与结瘤基因诱导剂吸引相兼容的细

菌；细菌则以脂壳寡糖分子和Ⅲ型效应子的形式产生结瘤

因子，促进根毛感染，最终形成根瘤[24‒25]（图 1）。根

瘤中类菌体通过共生固氮作用生成氨（NH3），并与宿主

豆科植物进行碳水化合物交换，从而使豆科植物无须依赖

土壤氮素或矿物氮肥即可正常生长。

在历史进程中，中国、美国、巴西以及阿根廷等主要

大豆生产国的大豆结瘤均依赖日本慢生根瘤菌[19]，而此

菌株并非非洲土壤的本土菌株[21,26]。这表明非洲大豆若

要实现最优经济产量，需用该菌株进行接种。非洲大豆结

瘤的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其生产推广迟缓的缘

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将生物接种

剂作为常规农艺手段，于大豆种植季节进行接种，从而增

加了土壤中归化根瘤菌的数量[27]。因此，受根系结瘤不

足的限制，非洲规模化、商业化大豆生产步履维艰。此

外，非洲的多数小农户在运用根瘤菌接种剂时面临物流与

技术方面的挑战，包括冷藏储存条件与田间施用方法等方

面（图 1）。这就要求培育出无需商业化接种便可实现高

产的优良大豆基因型。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IITA）通过杂

交培育的热带大豆品种（TGx）能够与非洲本土根瘤菌自

由结瘤[27]，进而在非洲地区无须运用商业化根瘤菌菌株

对大豆进行接种[6,28]（图1）。植物育种领域的这一突破

为非洲地区实现规模化大豆生产提供了可能，非洲农民应

把握此机遇，发展大豆生产，争取市场份额。此外，田间

试验结果显示，IITA科学家杂交培育的TGx系列结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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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品种与非洲本土根瘤菌具备较高的结瘤率与固氮效率

[10,27,29]。例如，Gyogluu等[21]的研究表明，相较于未

接种对照组，采用慢生根瘤菌菌株接种TGx系列大豆基

因型，可使植株生长量提升32%、氮含量增加45%、固氮

量提高64%、籽粒产量增长12%。显然，阻碍非洲大豆种

植的结瘤与固氮限制因素已得到解决，非洲农民有望为中

国大豆市场提供产品。然而，鉴于商业接种菌株经多次培

养后可能丧失固氮效率，因此需要持续开展严格的种质资

源评估，同时研发新的、具有高固氮效率且适应性良好的

本土根瘤菌菌株，以促进非洲大豆结瘤生长，提高大豆产

量，实现对中国的出口。运用基因工程对大豆和根瘤菌进

行基因编辑，可能是提高非洲大豆产能的有效途径。

4. 非洲规模化大豆生产的气候制约因素

当前，全球大豆种植区分布于北纬53°至南纬35°之间，

主要集中于亚洲和北美洲的温带地区以及南美洲的多雨热带

地区[22]，大多数高产品种均在这些区域培育而成。然而，非

洲农业用地主要分布于撒哈拉以南北纬15°至南纬35°之间，

气候呈现炎热干燥的特征[23]。这意味着，当下主要大豆生产

国所种植的品种是为适配亚洲、北美洲和南美洲气候条件以

实现高产而培育的，并非针对非洲地区，且这些地区的气候

与非洲多样化的气候存在显著差异[30]。具体来讲，大豆种子

萌发的最适温度为15~22 ℃，开花最适温度为20~25 ℃，种

子成熟最适温度为15~22 ℃，而非洲大豆产区大部分地处赤

道20°范围内，温度明显偏高。有研究报道，温度超过35 ℃

会导致大豆植株早衰，显著降低开花数目和籽粒产量[31‒

33]。鉴于大豆对低纬度地区的光温条件较为敏感[33‒34]，

故而需要培育适应非洲环境的品种。而培育此类非洲专用大

豆品种，需要对光温调控基因进行改良。值得庆幸的是，研

究人员已鉴定出一组调控大豆光周期和温度响应的主效基因

[28,35‒40]，这为提升大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不同地区的广

图1. 大豆作物的光热效应与结瘤效应。光热效应：由于大豆是一种短日照且喜温的植物，该作物的茁壮生长和高产只有在适宜的光热条件下才能实

现。在非洲，过短的日照时间和热浪会促使大豆提前开花和成熟，导致干物质积累量和谷物产量低于具有适合大豆生长的光热环境的国家（如巴西、

美国、阿根廷和中国）的水平。结瘤效应：非洲的土壤缺乏与大豆植株有效固氮相适应的根瘤菌，因此需要接种剂来诱导结瘤固氮，以促进生长和提

高产量，但在运输物流和接种技术等方面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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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适应性提供了可能。

中国收集和保存了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41]，可用于

培育抗非洲非生物与生物逆境的优良大豆品种。中外科学

家已挖掘出 11个参与大豆光周期生长调控的基因位点，

包含E1-E4、E6-E11以及 J基因。Wu等[33]在近期的综述

中介绍了对这些基因研究的新进展，同时还涉及了其他参

与开花期光热调控的基因，如GmFTs、GmLHY、GmEID、

GmTFL、GmSOC 和 GmFUL。因此，大豆开花和成熟的

光温依赖性（图1）可得到改良，为从中国向非洲引进高

产大豆品种、助力非洲大豆进入利润可观的中国市场铺平

了道路。

5. 非洲规模化大豆生产的社会经济机遇

2023年，中国大豆产量为 2080万吨，而进口量高达

9941 万吨，主要进口来源为巴西（占比 74.5%）和美国

（占比 24.2%），这两个国家分别由此获得 389 亿美元和

179亿美元的经济收益[2‒3,42]。同年，阿根廷为中国第三大

大豆进口来源国（占比1.3%），大豆出口量达62.0324万吨，

为阿根廷经济带来约9.37亿美元的收入。中国大豆进口量

呈持续增长态势，其原因包括耕地资源有限、人口基数庞

大、经济高速发展、高蛋白饮食偏好等促使豆制品产业规

模不断扩张，以及畜牧业对高蛋白饲料的需求居高不下。

有鉴于此，预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仍将维持对大豆

进口的依赖状态。

中国对大豆的高需求为非洲创造了通过大豆生产与

出口推动GDP增长的契机。中国耕地资源相对有限，可

借助非洲 4.45亿公顷未开垦耕地（占非洲大陆总面积的

65%）[4‒5]来增加大豆供给。然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COVID-19）暴发后，非洲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GDP增长迟缓，失业率与贫困率持续处于高位（图 2）。

开展规模化、商业化大豆生产，能够为中非、东非和西

非超过 3.42 亿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人口[29]增强粮食安

全保障，缓解贫困状况，并促进非洲各国 GDP 增长

（图 2）。以系统化方式推广非洲规模化大豆生产，还可

在从生产、加工、营销至消费的整个食品供应链为数百

万人创造就业岗位，进而推动非洲大陆农业综合企业的

发展。

农业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基础和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

而青年人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2023年，在非洲 14.8亿

人口中，超过 60%的人口年龄在 25岁以下[43]。预计到

2030年，非洲青年将占全球青年人口的42% [38]。这一青

年人口红利有利于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的实施，特别是用

于推动商业化大豆生产，以保障粮食安全并促进生物加工

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可为青年提供技能培训，并在

农业领域创造专业化的就业岗位。此外，促使非洲青年参

与面向中国出口的商业化大豆生产，能够改变人们对农业

的认知，使其将农业视为一项产业而非单纯的谋生手段。

这一举措的连锁效应在于激发非洲青年对农业科学的兴

趣，推动他们掌握新技术，并通过科学技术与创新助力非

洲农业生产体系的现代化。

6. 优化中非科技创新环境，助推非洲大豆产能提升

近期，中国领导层明确表态将大力扶持非洲农业的转

型与现代化进程，这为中非开展合作研究及种质资源和其

他生物材料的转移、提高非洲农业产出水平奠定了基础。

例如，2023年8月，在中国与非洲国家领导人比勒陀利亚

高级别圆桌对话会上，中国国家主席宣布中国计划组建中

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CAASTIA），以推动非洲农业现代

化加速发展、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近期，在 2024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再次强调中非双

方支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和非洲科学院

（AAS）共同设立并推进CAASTIA的实施。CAASTIA旨

在构建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平台，组织各类活动以推动

中非科技创新与成果共享，促进中非农业技术与产业的协

同发展[18]（图2）。

当前，中非之间良好的科技与创新合作环境，是推动

非洲大豆规模化生产发展、保障粮食与营养安全以及对中

国出口的重要动力（图 2）。因此，由CAAS和AAS实施

的CAASTIA在促进科技进步、创新与创业方面具有巨大

潜力，有望推动中非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图2）。

除助力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之外，CAASTIA还致力

于通过强化农业技术知识共享与创新应用，为农业增值贸

易提供支持。为加速非洲农业现代化进程，CAASTIA积

极推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的

落实，具体举措如下：构建中非现代农业技术示范与联合

培训中心；支持中非科研机构在现代农业与绿色发展领域

设立联合实验室与联合研究中心；于三亚CAAS国家南繁

研究院搭建中非种业技术研究创新平台；牵头组建数字农

业联合研究中心，推动农业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在非洲的应

用。然而，在短期内，仍需要借助中国政府与科学家的直

接介入，或以长期规划项目的方式，向非洲转移高产耐旱

作物品种、肥料、改良畜禽品种以及农业机械设备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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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产品。

7. 非洲扩大大豆种植的环境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大豆供应产生了影响[44‒46]，

推动中国倡导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46]。尽管从理论上

讲，非洲是中国大豆进口的理想替代供应地，但目前非洲

尚未发展成为大豆主产区。然而，通过发展规模化大豆生

产来抢占全球大豆市场份额的机遇仍然存在。巴西的发展

经验表明[47‒49]，大豆生产规模扩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值得关注。有研究指出，巴西亚马孙地区大豆产量的增长

主要源于耕地向已清理牧场（占比74%）的拓展，而非森

林砍伐（占比26%）[49]。另有研究显示，80%的直接森

林砍伐是为了开辟牧场用于养牛，仅有 13%~18%的森林

砍伐是由大豆生产所致[48]。尽管亚马孙部分区域的森林

砍伐主要归因于牧场扩张，但大豆生产规模的增加似乎促

使牧场向新区域转移，从而引发其他地区的森林砍伐

[47]。综合考虑环境变化因素，非洲各国政府有必要制定

相关政策，以最大限度降低大豆生产扩张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

水资源是全球范围内限制作物产量的关键生态要素，

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缺水可能对非洲规模化

大豆生产造成不利影响。然而，非洲诸多地区天然毗邻

河流，修建水坝能够为村庄及当地社区的大豆灌溉提供

水源。值得注意的是，南非作为全球排名第 30位的最干

旱国家，却是非洲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南非通常借助

井水对大豆作物进行灌溉，这意味着开挖水井可为非洲

大豆的雨养生产提供补充性水源。

8. 非洲商业化大豆生产的商业对接

对非洲农民而言，农业补贴遥不可及，且从非洲当地

银行获取农业信贷与融资的可能性极低。因此，非洲规模

化大豆生产需要在中非投资者之间构建正式或非正式的合

作机制。毋庸置疑，部分中国企业有投资非洲大豆生产与

加工的意向，但目前缺乏非洲合作伙伴，这构成了一个制

约因素。因此，需要建立商业对接机制，助力中非企业进

行对接、洽谈并联合投资，在非洲构建商业化大豆产业

（图3）。除现有众多中非科技与创新合作的推动作用外，

此类投资将成为非洲大豆产业发展的第三大重要驱动力。

在历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中非领导人皆会共同商

议贸易与政治事务。与之同理，中非企业家亦应进行会

晤，就商业投资及联合投资的具体事项展开探讨，特别是

在粮食安全与生物加工领域。此外，除开展各自的合作研

图2. 非洲规模化大豆生产的机遇及中非科技创新赋能要素。CAASTIA：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FOCAC：中非合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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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外，中非科学家还应单独举办中非科技合作专题会议，

制定未来合作研究的战略性优先议程，向中非领导层提出

推动实施的建议。

凭借在中国和非洲的网络资源以及其与中国农业农村

部（MARA）的联系，CAASTIA应在中非投资者商业对

接中发挥关键作用。以此方式，构建中非大豆生产投资合

作伙伴关系，是非洲大豆产业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非洲地区没有农业补贴，而且从非洲银行获得农业信贷和

融资的可能性极低，迫切需要中方提供启动资金或以资本

金的形式进行投入。

9. 结论

综上所述，2023年全球对华大豆贸易总量达到 9941

万吨，贸易价值达577亿美元。其中，主要进口来源地为

巴西（占比 74.5%，贸易额 389 亿美元）、美国（占比

24.2%，贸易额 179亿美元）以及阿根廷（占比 1.3%，贸

易额9.37亿美元）。非洲具备广袤的耕地资源，可通过参

与对华大豆贸易，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然而，生物与非生

物逆境因素可能会对非洲大豆生产潜力的发挥产生制约。

作为引入作物，非洲大豆缺乏与之相适配的本土固氮根瘤

菌；此外，非洲大部分地区处于赤道20°范围之内，高温

环境易致使植株过早衰老，进而降低成花数和籽粒产量。

因此，若要实现大豆的规模化生产，须持续开展适应非洲

气候的大豆品种培育工作。当前，中非之间友好的科技与

创新合作环境有助于推动非洲大豆的规模化生产，进而保

障非洲粮食安全并促进对华出口。此外，由 CAAS 和

AAS实施的CAASTIA有望进一步提高非洲大豆产量与贸

易规模。

COVID-19之后，非洲面临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攀

升、贫困问题加剧等困境，而推动非洲规模化大豆生产有

望缓解这些问题。在CAASTIA的助力下，中非投资者进

行商业对接，此乃非洲商业化大豆生产发展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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